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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当今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两大核心领域。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以 “去风险”

名义对中国实施选择性 “脱钩”战略。基于国家竞争优劣势的差异，美国在绿色经

济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 “脱钩”措施。基于相互依赖关系的贸易

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对华采取的 “脱钩”行为。通过融合外源性因素、安全认知和国

家竞争优势，作者提出了一个解释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分析框架，认为绿色

转型和数字转型作为外源性因素具有趋势性、不可控性和不可逆性，会致使国家间

竞争出现新赛道、先发国家无法掌控竞争格局和后发国家不断跟进的局面。美国通

过建构身份话语和威胁话语对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进行了安全化塑造。美国在自身

具备竞争优势的数字经济领域试图以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阻断中国数字供应

链的升级，而在自身存在竞争劣势的绿色经济领域实施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各类措施

以摆脱对中国绿色供应链的依赖。关键矿物作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共同物质基础，

其产业链条也面临着被美国切割重组的风险。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最终目标是

以议题结盟方式在其政治和军事同盟体系内发展关键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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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以来，① 中

美经济领域的“脱钩”逐渐从话语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但这种 “脱钩”并非全面

“脱钩”而是选择性“脱钩”。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例

从 2017年的 16. 3%下降至 2022 年的 12. 9%，中国作为美国曾经最大的贸易伙伴，

已连续两年位列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② 中国海关总署的行业数据显示，中美两国

贸易呈下降态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其中，以光电、信息与通信、

电子、柔性制造和先进材料五个行业为代表的降幅最为明显，分别从 2017 年的

23%、60%、10. 9%、9. 8%和14. 5%下降至 2022 年的 6. 4%、41. 6%、6. 7%、4. 6%

和 8. 3%。③ 这说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脱钩”现象往往

集中于某些特定领域。

2021年 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第 14017 号行政令 《美国供应链》，要求美

国政府对其重要供应链进行全面评估，以识别供应链的风险和脆弱性，旨在提升美

国供应链的韧性。④ 2021年 6月，美国政府发布了 《构建韧性供应链、复兴美国制

造业和促进广泛增长———基于 14017号行政命令的百日评估》。该评估报告指出，对

美国最为重要的供应链主要涉及四类产品，分别是半导体、关键矿物及材料、大容

量电池和活性药物成分。⑤ 拜登政府认定与其经济安全相关的上述四类产品和美国

欲与中国“脱钩”的行业高度重合，这反映出美国基于国内供应链安全和国际竞争

战略的考虑，对中国的产业链实施了选择性 “脱钩”战略。

传统的相互依赖理论难以解释美国对华采取的选择性 “脱钩”行为。本文关注

的核心问题是: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对华采取选择性 “脱钩”战略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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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驱动力及行为模式是什么? 通过融合对外源性因素、安全认知和国家竞争优势的

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战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

美国依据其战略考虑将某一领域认定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领域是决定美国采取选

择性“脱钩”战略的核心驱动力。选择性“脱钩”的行为模式因竞争优势的差异而

呈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美国在自身具备竞争优势的数字领域主要采取了出口

管制性措施，在自身处于竞争劣势的绿色领域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性措施，在关键矿

物领域依据矿物禀赋选择进口替代或出口限制性措施。在实现议题安全化建构后，

美国以议题结盟方式在政治和军事同盟体系内深入拓展了其与盟友在数字领域和绿

色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二 文献评述

关于中美战略博弈引发的双边经贸关系变化，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相互依赖理

论、结构性权力理论和贸易—安全困境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美贸易关系为何发生变化这一问题的理解，但仍存在较大

的拓展空间。既有研究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多层次性分析存在不足，对关键领域

的竞争态势进行识别也存在欠缺，往往局限于中美能否 “脱钩”或两国是否已 “脱

钩”这一层面的讨论，忽视了对美国定点定链采取选择性 “脱钩”战略动因的分

析。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全球 “碳中和”目标

使经济社会全领域“脱碳”成为必选项; 另一方面，数字创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重构

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和社会形态。国家间竞争日益集中在两个重点方向: 绿色竞争与数

字竞争。探究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现象必须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第一，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视角。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能够降低大

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两国关系中依赖程度较强的国家不大可能挑起冲突，① 强

调非对称脆弱性依赖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② 但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其产生的多元中心会降低美国的主导地位。③ 国家之间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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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领域的 “相互纠缠 ( entanglement) ”使一方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因为这不仅会伤害对手也会伤害本国。① 显然，巨大的“脱钩”成本未能阻止美国实

施对华选择性“脱钩”战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所构建的经贸利益共同体正在被解构。

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会加剧大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

脆弱性较低的一方具备武器化相互依赖关系的权力。现实主义流派注重从权力视角

看待贸易关系，认为政治决定经济活动的框架，贸易偏好来自国际政治的宏观结构，

而全球战略环境才是决定性的变量。② 阿尔伯特·赫希曼 ( Albert O. Hirschman) 认

为，不对称的贸易关系将自然引出国家间的支配—依附关系，政府因此可以有选择

地利用进出口政策施加政治压力或撬动政治杠杆效应。③ 全球化的金融、信息和贸

易网络会加剧权力差异，尤其是那些在网络中占据关键节点的国家和公司对此具有

优势。④ 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美国为何在其具有权力优势领域发起的主动 “脱钩”

行为，但无法展现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全貌。

新结构主义学者认为，随着全球网络化结构的自我强化，霸权国在关键节点

上实施武器化相互依赖关系的效力大幅提升，因为接入节点的支线越多，霸权国

对该节点进行武器化的效果越直接。⑤ 美国在全球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具有压倒性

权势，因而能够通过武器化相互依赖关系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如将俄罗斯和伊

朗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 ( SWIFT) 之外。⑥ 美国在安全、生产、知识和

金融这四个各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结构中具有优势，致使重要的全球经济网络逐渐

演变为以美国为主导的 “中心—轴辐 ( hub and spoke) ”体系，进而对国家间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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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产生重大影响。① 这类研究关注的是美国具有网络节点优势的领域，但忽视了

其在网络节点劣势领域的自动 “断链”行为。

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议题上，自由主义关注绝对利益，认为日益密切的经济往

来会促进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稳定; 现实主义关注相对利益，认为武器化相互依赖关

系的威胁导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不稳定; 新结构主义认为针对关键节点实施的武器

化措施，其效力会不断提升。在绿色竞争领域，美国作为依赖中国的一方，正主动

切断中美绿色供应链的相互连接; 在数字竞争领域，美国作为被依赖方，正主动实

施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措施。因此，上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一个问题是: 作为依赖

方和被依赖方的美国为何会采取对华 “脱钩”行为?

第二，基于贸易预期与安全的视角。贸易预期理论认为，国家对未来贸易投资

环境的预期决定着国家间关系的走向。② 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对未来环境

的预期为正，那么经济相互依赖将成为促成和平的重要力量，自由主义的逻辑会在

其中发挥作用; 如果一国对未来环境的预期为负，认为自身对他国的贸易依赖面临

被切断或被胁迫的危险，那么经济相互依赖有可能会成为推动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力

量，现实主义逻辑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尽管贸易预期理论通过引入预期变量较好地

统一了利益和脆弱性这两个变量，但预期的正负情况取决于国家对安全处境的判断。

乔安妮·戈瓦 ( Joanne Gowa) 认为，多边贸易自由化只有在安全威胁低的情况下才

存在，在更加对立的环境中，一国倾向于采取单边的保护主义或与盟友缔结特惠贸

易协定以援助其御敌于外。③

关于崛起国与霸权国贸易关系演化的研究普遍将安全因素纳入考察视野。高程

等认为，当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国家间密切的经

济相互依赖关系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成为国家间矛盾的 “导火索”。④ 近年来借安全理

由将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武器化是霸权国对外政策的突出表现，以威胁切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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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切断与他国的联系为主要特征。①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 ( Edward D. Mansfield)

认为，在世界权力集中度与国际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一种 U形关系，贸易政策在霸

权体系下是最开放的，但在权力中度集中的时候，由于安全程度低，保护主义或地

区主义更容易出现。② 竺彩华认为，美国用 “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 “国内市场

准入”，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托框架。③ 中美战略竞争

背景下的安全范围被极大拓展，供应链层面的安全已从经济安全层面跃升至国家安

全层面。

贸易预期与安全视角能部分解释大国间贸易关系的动态变化。然而，当前在绿

色化与数字化孪生转型的趋势下，经济社会的安全含义出现新变化。当经济体系从

碳氢化合物密集型转向矿物密集型、社会形态从垂直管理型转向扁平联动型以及治

理结构从单中心转向多节点，安全概念覆盖的范围和内容被极大拓展。数字经济领

域的安全是关于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 “三位一体”的竞争，而芯片是这一复杂系

统竞争的基底; ④ 绿色经济领域的安全是关于矿物、研发和制造能力 “三位一体”

的竞争，韧性绿色供应链是各国追求的目标。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的趋势下，需

要对安全认知进行重构。中美在数字领域和绿色领域的技术优势、制造优势和市场

优势各有所长，进而衍生出不同的安全困境。

第三，基于中美绿色竞争差异化路径的视角。学界普遍认为绿色技术及产业链

的领先地位可以为国家带来战略性的政治回报和经济收益。一方面，一国对清洁能

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保障国内能源安全，其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项战略性资产;

另一方面，领先的绿色技术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强大的绿色制造业能够拉动出口

增长并为绿色供应链下游环节带来溢出效应。⑤

中美在绿色领域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产生了不同的竞争优势，美国对中国在部分

领域暂时占优的局面深感焦虑。美国政府在早期阶段对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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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但在后期阶段则将规模化和商业化环节留给私人部门，依靠市场 “挑选赢

家”。中国政府在早期阶段和后期部署阶段都全程参与了绿色技术的研发进程，专

注于扩大出口规模。由于美国缺乏对国内能源网络的国家监管，导致清洁能源联盟

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协调的绿色技术治理政策框架。① 中国以集中协调的方式促进

了绿色技术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这与美国分散化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② 美国的

绿色产业政策致力于保持可再生能源零部件的竞争性，中国则致力于技术转让和本

土创新。③ 美国在失去全球绿色市场主导地位后并没有进行开拓式布局，而是转向

贸易保护以及发起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分散了可再生能源联盟的力量，不利于对

可再生能源的整体部署。中国通过开发低成本太阳能制造综合体和资助海外电网技

术拓展，实现了清洁能源生产与关键基础设施升级的耦合投资。④

尽管当前美国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仍保持着领先地位，但在规模化产品制造方

面落后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其市场的拓展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在绿

色转型进程中高度依赖国际技术外溢，而中国在中水平技术领域占据着规模优势。⑤

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光伏板关税后，中国将部分绿色产业链生产基地转移至周边国家，

为绿色投资进入相关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和开创中国出口新市场提供了机遇。就中

美绿色能源竞争而言，中国真正的战略优势在于电网一体化效应和跨境能源流动能

力。⑥ 由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网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大且具有路径依赖性，美国担

心中国在未来成为全球绿色技术部署的主要领导者。⑦

第四，基于中美在数字竞争领域 “脱钩”的视角。学界对“脱钩”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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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美两国会出现以数字高科技为核心的 “部分脱钩”而非 “全面脱钩”。阎学

通等认为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美国会采取选择性 “脱钩”战略来维持其主导地

位，“脱钩”战略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保证美国与

中国之间有足够大的技术差距。① 凌胜利认为拜登政府通过互联网未来联盟战略实

施对华“脱钩断链”，意在护持美国数字霸权并促进美国数字经济发展。② 李巍认为

中美经济“脱钩”存在一定可能性，最先实现“脱钩”的领域可能是高科技领域。③

有学者认为，美对华技术“脱钩”的重点领域正由“全面脱钩”转向以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 ( 5G)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风险领域，而消费设备、商品级芯

片或将转为低风险领域。④ 钟飞腾认为美国对华技术 “脱钩”并不一定要以对华贸

易“脱钩”为前提，美国更愿意继续维持中美在中低端技术领域的商品贸易。⑤ 刁

大明等认为中美部分“脱钩”状态将长期存在，但难以实现全面“脱钩”。⑥ 吴心伯

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导致中美技术 “脱钩”渐成趋势，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的“技术冷战”将波及全球供应链。⑦

事实上，高科技领域不仅包括数字经济还包括绿色经济。全球对零碳能源 ( 如

绿氢) 的竞逐开发本质上也是一场高科技竞赛。美国在气候领域展现的对华合作姿

态无法掩盖其与中国绿色供应链 “脱钩”的真实行动，而当前对中美 “脱钩”的主

流讨论并未纳入绿色领域。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美国对华选择 “脱钩”的战略动机，

但这些解释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无法完整说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理论框架、

目标领域和逻辑机制，未能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视角审视国家间

竞争的变化趋势。在认可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贸易预期和安全认知均可产生影响的

前提下，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是分析和解释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不同领域及

其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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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源性因素、安全认知、竞争优势
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在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背景下，美国在贸易领域对华选择性 “脱

钩”已不再是其一般意义上的对外经济政策。一方面，碳中和成为自英国工业革

命以来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变革，绿色零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

必然道路，也是国家间战略竞争的高地;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博弈的

新领域，社会各领域的深度互联正在改变社会组织形态，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边界

已被大幅拓展。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

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在

中美博弈的视野下，绿色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电动车技术及上

下游产业链。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是一种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的经济体系。在中美博弈视

野下，数字经济主要指涉芯片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正在

重组全球要素资源，也是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① 因

此，在审视国家间战略竞争时，必须将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这两个外源性因素纳入

考虑的范畴。

( 一) 选择性“脱钩”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界定为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外源性因

素，主要是因为其源起并非内生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自然演进，而是技术边界、认知

边界和规则边界不断外推的结果。中美两国间的绿色竞争和数字竞争是由绿色转型

和数字转型这两大外源性因素驱动的。随着技术边界的外推，未来很可能涌现出其

他外源性因素，这些因素会驱动中美战略博弈出现新的竞争领域。② 外源性因素具

有三大特征: 一是趋势性。全球累积碳排放已逼近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2℃温控

目标的阈值，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要，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与趋势。数

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网

络，开启了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新进程。由此可见，大国竞争的焦点领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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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大势而非单个国家决定的。二是不可控性。绿色化和数字化趋势一旦开启

就具有不可控性。虽然欧盟是全球绿色新赛道的先发者、美国是全球数字新赛道的

先发者，但后续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格局并不一定由开拓者所掌控。三是不可逆

性。对后发的追赶型国家 ( 尤其是新兴大国) 而言，绿色竞争与数字竞争是国家发

展战略的必选项，因为一旦掉队就会面临陷入新一轮国际分工的 “中心—外围”境

地。图 1展示了本文的核心逻辑，即外源性因素拓展了安全认知的内涵，霸权国不

断升级的安全认知导致其出现 “脱钩”意图并根据竞争优劣势选择 “脱钩”战略的

逻辑线条。

图 1 外源性因素、安全认知、竞争优势与选择性“脱钩”战略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外源性因素的趋势性导致国家间竞争出现了绿色领域和数字领域两大新赛道，

不可控性决定了先发国家无法完全掌控在新赛道上的国际竞争格局，不可逆性决定

了追赶者会层出不穷且不断跟进。这会导致先发国家对国家间绿色竞争和数字竞争

在安全认知上出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中美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和芯片等供应领域的

争端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安全问题。① 本应被界定为供应链

层面的安全问题逐渐被提升至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层面，这既不是经济相互依

赖的权力效应使然，也不是安全困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而是后发国家逐渐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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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① 在绿色赛道和数字赛道上，因先发国家面临

自身技术进步空间的“金字塔”效应逐步收窄，而后发国家追赶速度不断加快，从

而导致双方在技术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出现后发国家的制造能力超越先发国家的

局面。因此，选择性建构安全威胁成为先发国家的一种政治选择。安全化是在特定

语境下塑造大国间敌对关系的一种手段，主要包括建构身份话语和威胁话语。② 建

构安全威胁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安全威胁的存在会促使该国国内社会变得更具

创造力和凝聚力，但这种“威胁”或“敌人”的话语并不一定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

反映。③

基于外源性因素诱发的安全认知，先发国家对特定领域的议题进行了安全化建

构，并以议题结盟的方式对战略竞争对手实施选择性 “脱钩”。选择性 “脱钩”战

略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选择在特定领域实施 “脱钩”战略。当前特定领域主要是指

数字领域和绿色领域，在未来可能是生物或太空领域。二是对选定产业链的不同环

节选取不同的“脱钩”手段。例如在绿色领域实施盟友支持下的进口替代战略，但

在占优的高新绿色技术环节实施出口限制; 在数字领域主要实施尖端技术出口管制

和投资限制措施，但对中低端数字产业链实施第三国替代策略。在特定领域或特定

环节的“脱钩”措施在本质上是由先发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决定的。也就是说，

一国的竞争优势决定了其 “脱钩”的方式，无论是在某一领域还是某个环节，这一

逻辑始终发挥着作用。一般而言，先发国家在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或环节奉行出口

管制性措施，在具备竞争劣势的领域或环节奉行进口替代性措施，其根本目标是减

少或切断与战略竞争对手在关键领域的联系，防止出现被追赶乃至被超越的局面。

在外源性因素的固有特性驱使下，无论是出口限制措施还是进口替代策略，都带有

鲜明的议题结盟特征。④“集体韧性 ( collective resilience) ”理论为美国实施议题结

盟提供了思想基础。该理论认为，在嵌入式网络的关键节点上，即便不占据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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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行为体也可以通过联合手段并依靠各自所持有的且对强势行为体有价值的物质

来行使权力。①

( 二) 外源性因素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两大领域由外源性因素决定，而 “脱钩”手段的选

择取决于其相对竞争优势 ( 如图 2) 。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 Jake Sullivan) 的说法，美国整体成功的 80%取决于其在 20%的技术上具备的领先

地位，清洁技术、与计算相关的技术和生物技术是美国整个技术生态系统真正的倍

增器。②

图 2 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逻辑与路径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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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逐渐从一个长时段的变量转变成为中短时段的变量，人类社会在

生态安全阈值内的碳排放额正急剧缩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2023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温升极有可能在 2021—2040 年内达到

1. 5℃。① 若保持当前排放水平，更新后的 1. 5℃全球剩余碳预算可能在 4—7年内耗

尽。② 全球碳中和目标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各国对绿色零碳转型相关技术

的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争夺世界经济绿色转型进程的主导权成为大国博弈的重

要内容。发达国家的成熟工业化体系为其积累了巨量高碳资产，产生了众多的高碳

利益集团，尽管这些国家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绿色技术的替

代、制造及大规模应用等方面存在不少内部阻力，如美国国内低碳利益集团与高碳

利益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就增加了转型的净成本。③ 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

家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绿色低碳技术可以快速填补其发展缺陷，它们在绿色技术

和市场容量方面均具有海量需求。从绿色低碳 “新赛道”的角度而言，④ 先发国家

并不比后发国家占据优势，后发国家由于高碳存量较少，其绿色加速度可能更快，

这一点正是先发国家对此产生战略焦虑的原因。

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主要依托技术创新、算法创新、数据要素和风险资

本展开，这会导致竞争理念朝着动态竞争、跨界扩张和长期发展的方向转变。⑤ 数

字技术能力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⑥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迅猛发展，制造业数字化是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与政策博弈的制高点。⑦ 数

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在于: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企业受限于空间市场的约束和成

本下降的速度，其扩张速度相对较慢，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寡头垄断; 在数字经济

条件下，企业能够突破时间限制和空间约束，基于指数化的用户增长和数据积累，发

挥其独特平台组织模式的作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挥网络效应进而实现全球扩张。⑧

绿色化与数字化是世界经济向高阶演化的两大方向，代表着未来国家间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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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地。以电动汽车为例，该产业既是绿色转型的产物，也是数字转型的产物。与

此同时，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协同转型会增强国家间的 “马太效应”，如数字化的高

耗能和绿色化的关键矿物投入等因素可能会加大全球南北发展的差距。美国兰德公

司认为，中美在高度竞争的领域进行利益合作的空间非常狭窄，因为当涉及生死攸

关的利益关系时，国家间高度竞争的领域往往存在不可调和的安全矛盾。①

( 三) 安全认知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由于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代表未来的经济新形态，而两者的叠加交互将对世界

经济的传统运行模式产生革命性影响，② 美国对上述两个领域的国家间高强度竞争

进行了安全化塑造。沙利文在多个场合数次提及清洁能源产业链、数字革命以及所

谓的“中国威胁”，③ 这表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架构中已不再是

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重要议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与欧亚大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互联互通中形成了一个将贸易、

基础设施和数字进行无缝连接的空间，这挑战了传统工业强国的主导地位。④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日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则为积累数

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技术优势、制造能力和市场权力的统

一是大国主导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基础，⑤ 而中国和美国分别占据着市场优势

和技术优势，这种情况使美国护持其数字霸权的战略目标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将维

护其全球数字技术领先地位与维护其国家安全等同起来，使数字议题呈现出 “泛安

全化”的态势。⑥ 美国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将芯片制造与中国进行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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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借助“印太经济框架 ( IPEF) ”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关系，① 其实质

是借助东南亚地区的制造能力和市场规模来加固美国的数字霸权基础。在高级逻辑

( advanced logic) 和存储芯片 ( memory chips) 方面，美国对过去保持相对优势的做

法进行了调整，力图保持其与竞争对手在竞争过程中的最大领先优势。美国认为技

术出口管制是一种有效的预防工具，如果在技术出口管制方面的措施得以有效实施，

其可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工具包中新的战略资产，从而有力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②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大国竞争情景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 “数字安全竞

赛”的困境。③

关键矿物是高技术产业链中的关键要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支撑

性和引领性作用。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日益成为主要经济体的重要战略考量。全球

经济脱碳进程和数字化转型均显示出对矿物的多元化需求，这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

运转的物质基础将从碳氢化合物转变为各类关键矿物原料。作为全球绿色转型与数

字转型的共同物质基础，关键矿物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争夺的焦点内容，各国在两

大新赛道上进行的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的提升以及对市场规模的拓展等都无法脱离

对关键矿物的持续获取。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主导着关键矿物的全球供应链。④

美国早在 1970年就出台了 《采矿和矿产政策法》并提及矿物短缺会引发国家安全

问题。⑤ 随着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自身关键矿物供

应严重依赖战略竞争对手的不安全感日益加深。因此，即便面临高昂的转移成本，

美国仍试图借助安全化手段降低自身对中国矿物供应链的依赖，在政治军事同盟体

系内与盟友发展关键矿物相互依赖关系。

除了将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议题进行安全化，美国还通过 “志同道合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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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等话语，借助已有的同盟体系或组建新的伙伴关系试图实

现对华选择性 “脱钩”。无论是在清洁技术领域还是在数字技术领域，美国都把

“关键技术实现规模化”视为最终目标，但实现该目标需要一个不断深化与整合的

规模性市场，而同盟体系内的市场对美国而言兼具安全和规模。美国出于安全考虑，

在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内发展关键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在中低端制造业等不

具备安全威胁的领域仍与中国保持连接关系。

( 四) 竞争优劣势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美国对华实施选择性 “脱钩”时采取了差异化的 “脱钩”措施。在绿色经

济领域，美国主要借助国内替代、盟友替代和补贴限制等措施实现对华进口替

代，企图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同时在高端绿色技术领域对中国

实施出口限制。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主要借助国内及盟友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

制，企图在数字高科技领域实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资金限制，同时在某些高度

依赖中国供应的领域 ( 如制造芯片过程中所需的镓) 寻求实现盟友支持下的进口

替代策略。① 中美两国各自的竞争优势及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策略的组合关系

见表 1。

表 1 中美两国各自竞争优势及 “脱钩”策略组合

领域 国别
竞争优势及对比 美国的“脱钩”策略

技术 制造 市场 措施 特征

绿色竞争

美国 +++ ++ ++

中国 ++ +++ +++

绿色先进技术出口限制
产业政策刺激国内制造
消费端补贴扩大国内市场
双边或区域协定扩大盟友市场
“毒丸条款”排除中国供应链

以进口替代或盟友替
代为主

数字竞争

美国 +++ +++ +++

中国 ++ ++ ++

数字先进技术出口限制
尖端芯片产品出口限制
数字技术投资限制
数字协定扩大盟友市场

以出口限制或盟友限
制为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代表竞争优势，“+”越多表明竞争优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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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高度依赖中国的镓供应链。参见 U. S. 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https: / /pubs. usgs. gov /periodicals /mcs2022 /mcs2022. pdf，访问时间: 2023年 8月 25日。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制造和市场三要素的支撑。美国

绿色技术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 27%，位居世界第一，① 依然保持着在绿色经济领

域的技术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在参与全球绿色经济竞逐方面也存在短板，受其市

场规模和制造能力的限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需求对于绿色技术的推广和繁

荣具有重要意义。在政策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

发电规模最大、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新增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风力涡轮

机、太阳能光伏板、电动汽车和充电电池的最大供应方，并逐渐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中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制造能力优势使美国产生了战略焦虑。尽管

美国发展绿色经济高度依赖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但美国通过开启 “再工业

化”政策刺激制造业回流、以消费端补贴方式扩大国内市场并以双边或区域协定扩

大盟友市场，同时启动“毒丸条款 ( poison pill) ”排除中国绿色供应链，② 试图以

进口替代和盟友替代的方式与中国 “脱钩”。

美国在对华选择性“脱钩”战略中采取的进口替代措施与传统的进口替代理论

有较大差异。经典进口替代理论可追溯至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 ( Ｒaúl

Prebisch) 的“中心—外围”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处于附庸和落后地位的情境下采

取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代替进口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③ 在绿色制造业产能方面，

美国相较中国存在一定的劣势，但其与中国并不存在中心—外围关系或产业依附关

系，美国并没有主张要完全实现本国生产，依然保留了 “友岸外包” “近岸外包”

和“盟友外包”等生产方式。④ 美国在绿色产业链上侧重的是 “去中国化”，这是美

国进口替代战略与传统进口替代理论的不同之处。

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其具备了绝对竞争优势。美国是全球最早实

施数字化转型的国家，也是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作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的高

·451·

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

①

②

③

④

美国绿色技术占优的重点领域是环境管理技术以及与能源生产传输或分配有关减缓气候变化技术，还

包括产品生产或加工中的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等。参见秦阿宁等: 《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绿色技术发展态势分
析》，载《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1年第 4期，第 393页。

“毒丸条款”最初见于《美墨加协议》 ( USMCA) ，其显著特征是相关条款具有排他性，能够将特定国
家排除在协议之外，具有贸易壁垒的功能。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条款具有排除中国绿色供应链的鲜明意图。
张康之、张桐: 《论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一个分析

框架》，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 1期，第 33—51页; 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 《外
围资本主义: 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第 2—37页。
大国应对将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问题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实行贸易多元化战略以实现及时填补缺口的

目标，二是选择将生产链的关键环节转移至本国或可信赖的经济伙伴国。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pp.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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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家，美国正不断投资构建自身的数字生态系统，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盟友加入其

中。① 在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巩固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

优势。美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规划与治理呈现出对内关注市场要素和产业培育，对

外则集中精力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特征。② 美国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选择性

“脱钩”围绕数字先进技术出口限制、尖端芯片产品出口限制、数字协定扩大盟友

市场和对华数字技术投资限制展开，③ 具有出口限制或盟友限制的特征。

美国对华实施的选择性 “脱钩”战略紧紧围绕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展开，由于

美国在这两个领域分别处于竞争劣势和竞争优势的状态，因此分别采取了以进口替

代和出口管制为特征的两种差异化方案。美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进口替代方案试图

以拓展美国及其盟友的绿色供应链和市场容量的方式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出口限制方案旨在以技术封锁方式护持其数字霸权。

四 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案例分析

本文将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作为考察对象，追踪了美国政府将其定义为战略竞

争领域的全过程，旨在展现美国安全化建构的逻辑，揭示美国在政治与军事同盟体

系内发展关键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实施对华选择性 “脱钩”战略的内在动

因。由于关键矿物对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本文重点剖析了

美国对中国关键矿物供应链采取的组合 “脱钩”措施。

2022年 10月，美国拜登政府在其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国对

美国的地缘政治构成了 “严重的挑战”，而未来 10 年则是美国塑造新型国际秩序的

关键 10年。④ 在其设定的“竞赢 ( out-competing) ”中国的目标中，美国把保持对

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视为最优先事项。美国认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技

术是未来整个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决定性变量。

美国在绿色领域和数字领域的关键环节及其底层逻辑方面均采取了对华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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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括、余南平: 《美国数字经济治理的特点与中美竞争》，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 6期，第 27页。
在 2000—2020年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芯片进口的支出超过石油进口。参见 UNCTAD，“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https: / /unctadstat. unctad. org /wds /ＲeportFolders / reportFolders. aspx，访问时间: 2023 年 8
月25日。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wp－content /uploads /2022 /
11 /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 pdf，访问时间: 2023年 8月 21日。



“脱钩”战略。美国明确提出的地区战略包括 “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深化与

欧盟的联系”“在西半球促进共同繁荣”和 “建立 21 世纪的美非伙伴关系”。美国

在不同领域采取的对华选择性 “脱钩”战略均紧扣其地区战略而展开。美国正积极

构建同盟体系内的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关键矿物相关产业链的伙伴关系。美国的

战略布局既有双边层面的合作也有地区层面的合作，既借助已有同盟框架又采取以

议题结盟方式构建新的同盟框架，其 “友链”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中美战略博弈

的背景下，美国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路径进行了调整 ( 见表 2) 。

表 2 美国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路径的调整

竞争
态势
脆弱性

是否获
得权力

调整
成本

面临的情境 措施 案例

劣势 高 否 高
被动承受对手将经济相互依
赖关系武器化的后果

进口替代、补
贴限制

绿色产业链

优势 低 是 低
可主动施加将经济相互依赖
关系武器化的措施

出口管制、盟
友建设

数字产业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一) 美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对华 “脱钩”行为

清洁能源体系的地理特征和技术特点完全不同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碳氢化

合物。在能源领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成为 “新棋盘上的新游戏”，① 各国都在工业竞

争、关键矿物和相关基础设施等方面采取行动以便尽早完成战略布局。有学者认

为，清洁能源供应链面临的武器化风险较高。在供应链中生成关键组件的国家能

够运用自身的权力资源影响地缘政治走向，其行为类似油气时代出口大国的做

法。②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表明，中国生产了全球 85%的太阳能电池、88%的太阳能

级多晶硅以及 97%的构成太阳能电池核心的硅锭和硅片。③ 格雷厄姆·艾利森

( Graham Allison) 指出，美国自 20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的太阳能发电装机累计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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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Scholten，et al.，“The Geopolitics of Ｒenewables: New Board，New Game，”Energy Policy，Vol. 138，
2020，p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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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 2023年一年的太阳能发电装机新增量。①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及其开发所

依赖的关键矿物、技术、基础设施和输送网络的变化，能源安全的内涵已经出现了

变化。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长期的能源安全取决于清洁

能源，而加快清洁能源转型是美国工业战略、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② 这一表述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绿色经济视为美国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利文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却屡次提及经济议题，称

美国在几十年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建立起的经济依赖已变得非常危险，可被其他国家

利用并作为经济杠杆或地缘政治杠杆。③ 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舆论层面将绿

色经济对华依赖关系进行了安全化塑造，通过不断建构敌对身份话语和威胁话语的

方式，为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动员 “脱钩”力量进行铺垫。

美国早在 2011年和 2014 年就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过两次 “反倾销、反补贴”

的“双反”调查，并相继出台了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关税措施。2017 年，美国启

动了针对全球太阳能电池及光伏组件的 “201 调查”，并在 2018 年宣布对中国太阳

能电池和光伏组件征收 30%关税的决定。实际上，美国在 2019年之前已经针对中国

绿色产业链实施了贸易壁垒政策和 “双反”调查，其主要目标是打压中国供应链并

为美国的国内企业争取市场份额，试图以贸易保护的方式为美国国内绿色供应链赢

得发展时机。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针对中国供应链的 “脱钩断链”意图日益明显。

2022年 8月，拜登政府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以限制性补贴为手段，借助“受关

注国家或公司”条款明确将中国供应链排除在外。④

“去风险”也是美国重组与升级国内绿色产业的话语手段之一。美国在应对全

球性挑战时通常会采用 “双轨制”，即在一条轨道上调动所有国家的积极性以应对

美国声称的“共同威胁”，但在另一条轨道上深化与 “志同道合伙伴”的关系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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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间竞争。尽管美国声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中美合作，但当去碳化进

程涉及其产业竞争力和市场扩张时，美国往往会采取隐蔽的 “脱钩断链”策略。一

旦涉及战略竞争领域的深度合作，美国必将其限定在它所认定的包容性盟友内部。

比如，作为一个安全框架，北约在 2022年通过了《2022年北约战略构想》，正式将

中国列入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之一，其列出的重要事项包括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 QUAD) ”也将应对地区气候变化和深化网络安全伙伴

关系纳入其治理框架。在美国看来，“印太”地区是气候危机频发的中心地区，因

而“印太经济框架”将进一步促进韧性和公平的低碳经济在该地区的发展。可见，

美国的绿色经济依赖关系只有在限定于政治军事同盟内部时，美国才认为这种情况

是安全的。

投资和结盟是美国在技术、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十

分重视在西半球进行绿色经济扩张并设定了相关目标，即到 2030年西半球电力部门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容量达到 70%的集体目标。① 美国和加勒比共同体还发起了

“应对 2030年气候危机伙伴关系”，吸引并鼓励私人投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项目。美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同样进行了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布局，如

签署“繁荣非洲倡议”和“国际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从澳大利亚、英国和

美国组建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 AUKUS) 到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组建的四

方组织 ( I2U2)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美国构建的各类联盟旨在确保清洁能源投资与

建设的主动权掌握在同盟内部的明确意图。美国牵头七国集团 ( G7) 发起的全球基

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 PGII) 名义上是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能源安全和数

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提供服务，实质上是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创造提前布局全球

未来产业的机会，最终实现美国在全球层面进行跨地区整合与跨领域整合的目标。

《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后，美国增加了对国内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该法案提

出，美国在未来 10年内将投资 3690 亿美元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问题，其覆盖的清

洁能源制造业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汽车、氢气制造以及关

键矿物在内的众多细分行业，争取到 2030年时将碳排放减少 40%，因此该法案也被

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税收补贴属于限制性

补贴，只在四种情形中适用: 一是清洁能源车的电池组件在北美地区 ( 美国、加拿

大和墨西哥) 制造或组装的价值要达到电池总价值的一定比例; 二是新能源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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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池中包含的矿物原料要有一定比例在北美或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进

行提取加工或回收; 三是自 2023年 12月 13日起，若清洁能源车的电池组件由 “受

关注的外国实体”公司制造，那么这类电动车将无法获得税收抵免; 四是自 2024年

12月 31日起，若清洁能源电动车的关键矿物原料在 “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公司

进行提取、加工或回收，那么这类清洁能源车也将无法申请税收抵免。中国作为清

洁能源生产和绿色投资大国，凭借自身的结构性优势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

引领性力量，① 但《通胀削减法案》的消费者政策和生产者政策都明显带有 “毒丸

条款”的特征，明确把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排除在外。该法案通过巨额补贴的方式

试图促使美国的绿色经济产业链与中国实现 “脱钩”，这表明美国在自身具备竞争

劣势的绿色领域采取了间接的进口替代措施以促进贸易转移，进而将美国对华绿色

经济依赖关系转移至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内部。美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国内投资旨

在振兴美国绿色制造和刺激美国绿色市场。美国对外绿色投资的重点区域则与其地

区战略和全球战略紧密关联，其目的在于降低对中国绿色供应链的不对称依赖。

( 二) 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华 “脱钩”行为

美国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长期占据着领先地位。从芯片产业链的全景来看，美

国在芯片上游环节的附加值占比较高且具备全产业生产能力，中国与美欧在该领域

存在较大差距。② 拜登政府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战略竞争对

手不能利用美国和盟友的基础技术、专门技能或数据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要加强出口控制和改善投资筛选机制，防止战略竞争对手利用投资和专业知识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也要保护盟友技术生态系统和市场的完整性; 要在 5G 技术和

其他先进通信技术中提高网络基础设施的韧性，包括促进供应商渠道的多样化并确

保供应链安全。③ 随着全球关键基础设施 ( 从电力到管道) 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

这些设施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干扰或破坏。同时，由于社会消费品系统被广泛嵌

入各类芯片，因此数字技术引发的安全问题已全面投射至经济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嵌入数字经济领域，影响大国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变迁的传

统变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力量对比将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发生变迁。世界经济是走向一个更为扁平化、平台化和分布化的经济状态，还是会

形成一个更加依赖美国数字霸权的 “中心—外围”经济结构? 这要取决于大国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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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博弈的结果。就数字治理的现状而言，发展中国家在数字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普遍

处于“失声”的状态，这种现状使美国认为未来十年是获取数字霸权的机会窗口。

美国以相对收益衡量中美数字经济竞争的做法使数字经济领域的大国博弈始终无法

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① 数字领先国家通过对数字技术政治化和武器化的方式遏制

和打压后发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间数字技术竞争态势的不断升级。②

在国内层面，美国 2022 年出台的 《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提供带有附加条件

的补贴，意图阻断芯片企业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③ 2022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

与安全局 ( BIS) 发布了 《出口管制条例》的最新修订规则，从多方面对中国购买

和制造高端芯片进行广泛和严苛的限制，继续通过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计算技术来

保护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同时约束私人资本投资中国半导体产业或

输出敏感技术。美国将数字网络平台视为其国际战略的一部分，限制一些国外平台

在美国国内的活动，同时也限制一些可能促进国外竞争对手成长的软件和技术出

口。④ 美国商务部在《美国资助芯片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在 2030 年前要实现四

项“成功愿景”: 一是至少建成两个高级逻辑芯片厂集群; 二是开发多座先进封装

设施; 三是大量生产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先进存储芯片; 四是提高当前一代以及成熟

节点芯片生产能力，确保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能让所有尖端芯片制造公司都在本地大

规模生产的国家。⑤ 由于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麒麟芯片制造方面取得的突破性

进展，美国在 2023年 10月再次加紧了对华尖端芯片出口的限制，动员更多盟友限

制对华出口先进芯片及制造工具，以实现集体出口管制的效果。

在联盟层面，美国在已有的联盟框架下嵌入孤立中国数字经济供应链的内容。

例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可信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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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威胁安全、出口管制和投资筛选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跨大西洋协调; ①

美国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下一代数字基础设

施等方面也加强了跨太平洋协调。② 此外，美国还动员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如组建

芯片“四方联盟 ( Chip 4) ”，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之外; 启动 “非

洲共同繁荣建设运动”以所谓的包容性联盟整体推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其内容

涵盖了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贸易和投资。③

从态势来看，“印太”地区正成为美国布局数字霸权的关键区域。美国认为现

阶段已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时期，美国对 “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放应远超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该地区的投入。“印太经济框架”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

支柱，凸显了数字化与绿色化对美国 “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四方安全对话”机

制同样涵盖了数字经济联盟化的议题，要求同步发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的补充作用。美国在“印太”地区布局对华数字“脱钩”的重点是确定关键基础设

施的标准、迅速提高网络复原力和建立快速应对网络攻击的集体能力。同时，美国

也加大了对“印太”地区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声称要通过加大边缘

群体的数字接入来弥合数字鸿沟，其实质是为美国数字权力扩大地理覆盖范围做前

期准备。

( 三) 美国在关键矿物供应链领域的对华 “脱钩”行为

关键矿物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共同物质基础。④ 有学者将其区分为 “高新

技术矿产”“清洁能源矿产”和“数字经济矿产”。⑤ 技术边界的不断外推导致了全

球对关键矿物的需求急剧增加，核心技术与关键矿物的有机关联也受到各国的高度

关注。无论是绿色转型中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还是数字转型中的芯片产

业和网络架构工程，关键矿物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如果关键矿物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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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建、袁小晶: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思考》，载《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年第 11期，第 1550—1559页。



供给出现短缺，将会对一国的数字化和绿色化进程产生 “釜底抽薪”的影响。从本

质上来看，中美在关键矿物供应链上的 “脱钩断链”是由中美绿色竞争和数字竞争

情况决定的。关键矿物与碳氢化合物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且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

征，① 围绕关键矿物而展开的全球争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各国对石油供应链的争

夺。② 例如在 202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 49. 8亿美元的锂电池，约占中国锂电

池出口额的 18%，占美国锂电池进口总额的 60%以上。③ 美国因此明确提出要 “重

建一个强大的、韧性的以及国内工业基础所需的关键矿物供应链，因为这直接关系

到美国国家安全”。④ 在过去，发达国家出于环境的考量主要奉行的是离岸采矿策

略，但截至目前，这些国家纷纷转向了本地的供应链，⑤ 其原因在于这种转变在国

家层面可以降低因高度依赖相关国家矿物供应链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社会层面可以

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就业并增加其收入。⑥

当前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呈现出高度地理聚集特征，其储量分布分别集中在前

三个国家，如铜主要分布在智利、秘鲁和中国，镍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俄罗斯，锂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智利和中国。⑦ 美国 《2020 年能源法案》提

出，美国的矿物供应链较为脆弱，相关制造能力的缺失会引发严重后果。⑧ 根据美

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数据，在 2021年，美国 100%净进口的关键矿物有 14种，而在

其列出的 32种关键矿物中，中国主导生产了 16 种，其他主要生产国分别是: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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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种) 、澳大利亚 ( 3种) 、刚果 ( 金) ( 2 种) 和美国 ( 2 种) 。在过去 20 年里，

美国对大多数关键矿物的需求严重依赖国外供给 ( 见表 3) 。① 拜登政府认为，美国

在关键矿物方面过度依赖外部供给的 “敌对”国家，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

全构成了双重威胁，建议美国在拓展多元化供给来源的同时，应扩大国内的采矿、

生产、加工和回收利用。②

表 3 2021年美国 6种主要关键矿物的进口来源及构成
关键矿物 回收比例 主要进口来源地及比例

钴 24% 挪威 ( 20%) 、加 拿 大 ( 16%) 、日 本 ( 13%) 和 芬 兰
( 11%)

铜 32% 芬兰、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比利时和智利

锂
目前有 25 家锂回收
公司，但缺乏数据

阿根廷 ( 54%) 、智利 ( 37%) 、中国 ( 5%) 和 俄 罗斯
( 3%)

镍 52% 加拿大、挪威、墨西哥、英国和澳大利亚

稀土 回收极少
中国 ( 78%) 、爱沙尼亚 ( 6%) 、马来西亚 ( 5%) 和日本
( 4%) ，后三者提供的是中间产品，其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
和澳大利亚

硅 回收极少
俄罗斯 ( 21%) 、巴西 ( 20%) 、加拿大 ( 17%) 和挪威
( 7%)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参见 U. S. 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https: / /pubs. usgs. gov /periodicals /mcs2022/mcs2022. pdf，访问时间: 2023年 9月 25日。
注: 由于铜和镍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缺乏国别的总体占比数据，因此笔者只列举了美国对

上述两种矿物的进口来源地。

世界经济的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对关键矿物的需求大幅增长。全球对关键矿物

的需求在 2040年将增加 4—6倍，像锂和石墨等制造电池和芯片的关键矿物需求将

分别增加 40倍和 25倍。③ 沙利文指出，目前美国仅生产 4%的锂和 13%的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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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uploads /2021 /06 /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 pdf，访问时间: 2023年 9月 9日。



生产的镍和石墨，而超过 80%的关键矿物供应由中国主导，美国的清洁能源供应链

面临武器化的风险，风险之高堪比 20世纪 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或 2022年欧洲天然气

短缺。① 可再生能源设备及储能电池、半导体和芯片制造的脆弱性均来自对关键矿

物供应链的依赖程度。②

根据美国基准矿物情报机构 ( BMI) 的数据，2019 年中国在电池产业的上游采

矿环节占比 23%、中游精炼环节占比 80%、中游加工环节占比 66%和下游锂电池元

件占比 73%。③ 尽管中国并不是一个矿物富集的国家，但中国对电池产业链的控制

力聚集于中下游生产环节，其强大的化工转换能力吸引全球关键矿物原材料流入中

国进行增值加工。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2018年美国进口依赖度超过 50%的

关键矿物有 13种，其中有 9种来自中国; 中国进口依赖度超过 50%的关键矿物有 8

种，其中仅有 1种来自美国; 中美共同高度依赖外部进口的关键矿物有 11 种。④ 中

美在关键矿物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促使美国对华实施选择性 “脱钩”以确保矿物

供应链不被中国“卡脖子”，而中美共同依赖某几种矿物供给的格局也为美国发展

矿物联盟并对中国实施议题结盟式 “脱钩”提供了客观条件。

美国连续两任总统都将确保矿物安全纳入国家战略。2017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发美国第 13817号行政命令——— 《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

将关键矿产供给安全正式纳入美国国家战略。⑤ 2020 年，美国能源部发布 《支持国

内关键矿物和材料供应链的战略 ( 2021—2031年) 》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战略目

标是实现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达成该目标的三大支柱路径是实现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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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供应链、发展替代品及提高循环利用。① 拜登政府将构建公正、可信赖和可持续

的关键矿物供应链作为优先事项，其签署的 《美国供应链》旨在引导联邦机构通过

扩大国内生产加强关键矿物供应并升级电池供应链，内容涉及国内采掘、加工和回

收，在遵循“部落协商 ( tribal consultation) ”原则的基础上支持关键矿物开发以增

加国内采矿力度。②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条款规定，电池中所含的关键矿

物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美国或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2023 年的适用比例

为 40%，之后逐年递增 10%，于 2027年达到 80%。③ 美国财政部为确定电池中的关

键矿物比例采取了 “三步走”办法: 首先是确定采购链，其次是确定达标关键矿

物，最后是计算达标关键矿物的含量。④

美国确保关键矿物供应链安全的两大突破口分别是增强加工能力和回收利用能

力。美国认为中国在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中的强大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在加工

和制造环节的投资优势，而不是来自在关键矿物上的天然储备优势。美国政府在审

视自身关键矿物政策时指出: “中国、印度和欧盟都实施顶层规划来刺激本国的先

进电池制造需求，澳大利亚和芬兰以其国内矿物资源为杠杆发展电池产业。相较而

言，美国缺乏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来激励对电池行业进行投资，缺乏对先进电池产

业从起点到终点的规划与布局，导致美国无法像其他全球参与者一样在该行业中发

挥领导作用”。⑤ 美国政府发布的《构建韧性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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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基于 14017号行政命令的百日评估》提出，要加强关键矿物储备、为关键矿

物的提取和加工打造“21世纪标准”、确定美国关键矿物的生产和加工地点以及推

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与盟友共同投资打造关键矿物的韧性供应链。

美国针对关键矿物的国内替代战略主要侧重以科技创新替代短缺矿物、拓展矿

物来源以及加大回收再利用的力度。在科技创新替代短缺矿物方面，美国致力于研

发替代品来减少锂电池中的关键矿物，相关内容包括: 减少或消除电池所需的稀缺

关键矿物如钴和镍，积极投资研发无钴电池和固态设计的下一代锂电池; 着力降低

风力发电设备中的稀土需求，目前美国只有不到 2%的风力涡轮机需要稀土元素; ①

拨款资助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商 MP 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分离和处理稀土元素，旨在

建立一个完整的从起点到终点的国内永久磁铁供应链以应对当前中国占据全球永磁

磁铁市场 87%份额的局面; 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再生能源公司 2022年在加利福尼

亚州启动了一个锂提取项目，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数十亿美元测试从地热盐水中

提取锂的商业可行性。在拓展矿物来源方面，美国正在讨论修改相关法律以增大国

内采矿的力度，并积极开展深海采矿的前期准备工作。在回收利用方面，美国以盈

利性回收的方式引导关键矿物重新进入供应链，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 一是从常规

来源 ( 如废弃产品) 中回收利用关键矿物; 二是从非常规来源 ( 如煤炭或其他矿山

废料) 中提取关键矿物，以降低对新采矿作业的需求。例如，美国最大的电池材料

回收和生产商红木材料公司与福特汽车、沃尔沃汽车等公司合作，回收它们在内华

达州工厂报废的锂电池，并从中提取锂、钴、镍和石墨。此外，美国能源部正在推

动《两党基础设施协议》的落实，资助相关企业从煤灰和其他矿山废料中回收稀土

及关键矿物。②

美国在国际层面积极借助盟友网络，在已有的合作计划中新增了在关键矿物方

面的合作，拉拢盟友构建针对关键矿物的新合作协议。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关键矿

产清单重合度非常高，③ 这为美国构建关键矿物 “友链”提供了主观和客观条件。

2022年 12月 13日，美国宣布加入 “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与加拿大、法国、英

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了矿物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遵循

·661·

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
■■■■■■■■■■■■■■■■■■■■■■■■■■■■■■■■■■■■■■

①

②

③

Amory Lovins， “Clean Energy and Ｒare Earths: Why Not to Worry，”https: / / thebulletin. org /2017 /05 /
clean－energy－and－rare－earths－why－not－to－worry /，访问时间: 2023年 10月 16日。

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 Securing a Made in America Supply Chain for Critical Minerals，”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 /2022 /02 /22 / fact－sheet－securing－a－made－in－america－supply－
chain－for－critical－minerals /，访问时间: 2023年 9月 9日。
张生辉等: 《中国关键矿产清单、应用与全球格局》，载《矿产保护与利用》，2022 年第 5 期，第

138—168页。



2024年第 1期

可持续采矿标准，以“世界级的环境标准”打造一个可靠而又多元化的关键矿物供

应链，任何与美国有商业往来的国家都必须满足这些标准。① 2022 年，美国宣布与

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建立 “矿

产安全伙伴关系” ( 又称“金属北约” ) ，通过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标准，促使

对关键矿物的开发“成为一项逐顶竞争，而非逐底竞争”。② 《大西洋宣言: 21 世纪

美英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谈判的重点之一是允许英国矿物能够获得 《通胀削减法

案》的税收抵免，这是西方国家试图摆脱中国矿物供应链的联合努力。③ 美国认为

“五眼联盟”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持久而稳定的联盟，具备建立关键矿

物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机制化基础。

美国同矿物富集国家积极发展双边合作关系，而 “印太”国家是其布局双边矿

物伙伴关系的重点对象 ( 见表 4) 。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现代生产体系所需的关键矿物

( 如锂、镍、钒、石墨、锰和氧化铝) ，拥有美国所需的 21 种关键矿物。美国因此

将澳大利亚视为其“能源资源治理倡议 ( EＲGI) ”的合作伙伴之一。2023 年 5 月

20日，澳大利亚和美国签署 《气候、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转型契约》，其主要内容

包括: 澳大利亚供应商及其活动被视为在美国国内的活动，可以获得 《通胀削减法

案》的补贴条款; 促进关键矿物负责任、可持续和稳定的供应; 推动新兴电池技术

的发展，保证两国在能源多样化进程中引领储能发展; 在两国和 “印太”地区开发

绿氢及其衍生物的新兴市场。④

美国与加拿大、日本和欧盟开展的双边层面的矿物合作均体现了替代中国矿物

供应链的意图。加拿大是唯一的非美国实体和法人，但被美国 《国防生产法案》

( DPA) 认定为“国内供给”的供应方，这反映出加拿大在美国的经济安全议程上

具有特殊地位。美加经济一体化使加拿大成为美国关键矿物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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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其净进口依赖超过 50%。① 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友，

日本虽然不是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认定的国内供给方，但被认定为 “合格国家”，

已与美国签署《互惠国防采购协议》以消除采购障碍。日本并不是一个矿物富集的

国家，但它在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中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作为进口目的地、项目融

资来源国、下游制造方和材料研发中心的角色十分突出。② 欧盟—美国—日本三边

关键矿物合作机制为三方共享矿物技术信息和构建矿物安全供应链提供了机制化

平台。

表 4 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的关键矿物韧性供应链行动及倡议
倡议 /条约 年份 成员

“关键材料及矿物会议” 2011年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盟和美国
《日美竞争力与韧性 ( 核
心) 伙伴关系》

2021年 日本和美国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
伴关系”

2022年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印太经济框架” 2022年
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
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美国和越南

“矿物安全伙伴关系” 2022年
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
典、英国、美国和欧盟

《气候、关键矿产和清洁
能源转型契约》

2023年 美国和澳大利亚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拉丁美洲因锂矿富集而成为美国发展矿物合作关系的重要对象。电动汽车是将

绿色转型与数字制造完美结合的产业。作为电动汽车的关键制造要素，锂矿的供应

链韧性及产业链安全对大国竞争具有特殊意义。③ 拉丁美洲是全球锂矿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六国的锂储量总和占全球

锂储量的 59. 4%，而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消费市场。④ 美国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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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拉丁美洲视为其战略后院，中美围绕拉美锂供应链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明显。

七国集团已成为美国构建关键矿物韧性供应链的主要阵地。2023 年，七国集团

在广岛峰会上提出要加强国内外关键矿物的高效回收和再循环，遵循循环经济和资

源效率原则，重申建立有韧性、稳健、负责任和透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加强对市

场中断等紧急情况的准备和抵御能力。此次峰会还提出要借助国际能源署 “自愿关

键矿物安全计划”，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本地价值创造，

并决定在采矿计划中嵌入强有力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七国集团通过了 “关键

矿产安全五点计划”，指出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指导下的 “深海海底矿

产开采监管框架”的制定。① 事实上，美国主张的是海底区域的原始竞争秩序，因

此将美国矿业界于 1980年通过的《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沿用至今。② 作为至今

仍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国际海底管理局

的指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关键矿物的地理聚集特征使其天然具备了地缘政治属性。在世界经济从碳氢化

合物密集型转向矿物密集型的过程中，关键矿物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在关键矿

物领域出台与中国供应链的主动 “脱钩”、动员盟友对华 “脱钩”、加大采矿力度、

增加矿物获取源和回收源以及重回矿物制造业等措施表明，美国已将关键矿物的主

导权竞争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致力于矿物供应链的重塑和 “去中国化”。

五 结论

自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着力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

两大领域出台一系列法案以减少与中国相关产业链的联系，体现出美国在 “去风

险”幌子下的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战略意图。作为国家间竞争的两大主流方向，

绿色竞争与数字竞争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与竞争高地，其内涵与影响并不会囿于经

济领域，还将投射至军事领域，如绿色能源与人工智能向军事领域的 “孪生”渗

透，这将关乎未来战争形态的变化。大国间的绿色竞争与数字竞争不仅关系大国本

身，也将深刻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演化方向。例如，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市场

内的电动汽车和数字网络各自都拥有一定的市场用户，两套并行的规则与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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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争也会如影随形。在上述两大竞争领域，美国的优势在于原创性技术和颠覆

性技术，① 而中国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规模巨大的国内与周边市场。中美

两国在竞争中进行合作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提升全球福祉的最佳方案。美国主动挑起

战略竞争并对华采取了选择性 “脱钩”，以进口管制或出口限制的手段 “割断”供

应链领域的既有联系，这表明全球正迎来一个旧链断而新链生的时代。

一个清洁、零碳和互联的未来世界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并不限于单一技

术领域，而是涉及复杂的系统竞合问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中针对特定领

域进行选择性“脱钩”的战略决策，其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② 美国借

助进口管制建立替代中国绿色供应链以及借助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并孤立中国数字

产业链的做法旨在遏制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虽然

会影响其与中国的贸易流，但无法在全球供应链中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③ 因此，

如果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迫使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加深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

那么这种“小院高墙”式的对华选择性“脱钩”反而可能会增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影响力。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产业链既有链接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势

拆解的情形下，尽快建立国际新链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是破解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关键。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对华选择性 “脱钩”的领域不会止步于绿色

与数字范畴，中国需要结合外源性因素对中美高竞争领域进行前瞻性预判、积极部

署技术研发并主动布局国际市场。

( 截稿: 2023年 10月 责任编辑: 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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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ct，the“sanctions deadlock，”and，based on signal theory，explains both the motiva-

tion and power factors that le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arget country into a“sanctions

deadlock” . Ｒegarding motivation， this paper categorizes US-initiated sanctions into two

types: normative sanctions and self-interest sanctions. In normative sanctions，as the norm-

ative costs born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leadership order increase，the probability

of both sides entering a deadlock also increases. In terms of power，it divides the trade de-

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to imports and exports. By introduc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it points out that the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arget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import trade is the core of their power differences. This easily leads

to strategic misjudgment， namely signal distortion， resulting in a non-linear positive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in the probability of both sides entering a sanctions

deadlock. Specifically，when the target country＇s dependence on US imports gradually rises

from“very low”to“medium”，the probability of a deadlock decreases. However，as the

dependence increases from“medium”to“very high”，this probability gradually rises.

【Key Words】economic sanction，sanction costs，normative costs，interdependence，im-

port dependence

【Author】Pang Qin，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Ｒesearch 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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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lective Decoupling from China Under Inter-State Green Competition and Digital

Competition

Zhou Yamin ( 138)

【Abstract】Green competition and digital competition are the two core areas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is era. After positioning China as a“strategic competitor”，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lemented a selective“decoupling”strategy against China by targeting the

green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name of“de-risking” . Based on the differ-

ences in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very different“decoupling”measures in the fields of green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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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he trade theory based on interdependence cannot explain the“decoupling”behav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 By integrating exogenous factors，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the autho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selective“decoupling”of the US from China，arguing that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as exogenous factors，are trendy，uncontrollable and irreversible，resul-

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ace track in national competition，the inability of the first-

mover to control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and continuous follow-up by the later-mov-

e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haped the security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discourse and threat dis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tries to

block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digital supply chain by means of export control and invest-

ment restric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petitive ad-

vantages，while in the field of green econom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petitive dis-

advantages，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implements various measures characterized by import

substitution to get rid of its dependence on China＇s green supply chain. As the common ma-

terial basis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the supply chain of critical min-

erals is also facing the risk of reorganiz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ive“decoupling”from China is to develop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key areas within its political-military alliance system in the form of issue-based alliances.

【Key Words】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green competition，digital competition，crit-

ical minerals，selective decoupling

【Author】Zhou Yamin，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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